香港廿载金融事
中港两地早在20年前已经开始合作，商讨香港货币金融事务。
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的活动展开，令我回忆起1987年，即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前10年的往事。当年发生了不少影响香港货币金融发展的大事。
第一件要说的，是1987年10月发生的环球股灾。由于担心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交收可能出现问题，本港股市要停市4日。这次事件在香港股票市场发展史中已有详尽记载。它促使交易所的管治作出全面改革，亦催生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。
但较少人提及的，是香港期货保证有限公司当年提供的「救市基金」安排。这项安排是在当时位于海富中心24楼的布政司署金融科办事处拟订，用作保证所有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均能结算。
在1987年10月25日，当时的金融司、已故的林定国先生成功召集多位业界精英，共商对策，为翌日股市重开作好准备。我当时是副金融司，刚当完10日的署理银行监理专员，仅松了一口气，便旋即要为这件事当起跑腿，例如为运用外汇基金作为「救市基金」寻求法律意见。
当时，我其中一个任务是要记录「救市基金」的累积总额，为每所业界机构所筹集的资金，以书面形式记录。我还记得文件上方写着：「我们谨此同意按随附函件内所列条款，及按以下比例提供为数5亿港元的备用贷款。若出现超额情况，每名参与者可按比例减少其承诺提供的款项。」各机构代表需要在文件上填上机构名称及银码，并签名作实。当时所用的字眼是由其中一位与会的业界代表所拟备的。我的档案里今天还保留着这份文件，上面显示当时未能筹集到足额的备用贷款。连同来自外汇基金的款额，备用贷款总数为40亿港元。尤幸当时最后只用上了18亿，而「救市基金」的贷款连同利息最后亦得到全数清偿。
我觉得这件事难忘，但却并非当年最富历史意义的事情。毕竟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教我铭记于心的，是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的道理。防止危机出现就要不断居安思危，以策万全，尽管危机未必出现，背后的劳苦未被彰显。
另一件更加重要的金融大事是在同年5月初发生 -- 就是当时的财政司翟克诚爵士及林定国先生北上之行。我并不知道他们实际是到哪里去，大概是北京吧！当时，我只是负责统筹一套有关香港货币与金融事务的背景资料，并继续为刚出席完亚洲发展银行年会的林定国先生代理职务，担任署理金融司。我预备了10份背景资料，其中一份较为重要，是有关联系汇率制度运作。
联系汇率制度在1983年10月推出，当时运作不足4年，我对它的实际操作有些意见，于是便在资料文件内提出。结果，这份文件却被当时参与北上的同事认为过于坦白，需作修饰，淡化言辞，尽管他们当时都认同我的观点。我知道这个课题是北上之行的主要讨论事项之一，目的是要强化香港的金融货币制度，以应付敏感的政治过渡期。
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有份作准备，却无缘北上的苦闷心情，久久难以释怀。事后回想，在当时这样敏感的期间，我的反应实在有点不够成熟。是表示悔意也好，是惩罚自己也好，我最终决定不会找出他们当时到底去了哪里，以及与谁会面。时至今日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。
然而，这件事情对香港来说却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标志着中港两地，就香港的货币与金融事务发展成功开展对话，为长达10年极具建设性及非常成功的沟通打稳基础。大家的目标非常清晰，就是要促进香港的稳定与繁荣。在此期间，双方坦诚讨论及决定了多项改革措施，使香港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在过渡九七前后继续保持稳定。
倘若我记忆犹在，也许迟一些再找机会，与大家多分享一些中港两地金融合作的愉快经历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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